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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国际法中对世义务的识别和法律后果 

  浅田昌彦提议的新专题 

 一. 导言 

1. 建议将“国际法中对世义务1 的识别和法律后果”这一专题列入国际法委员

会(“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 

2. 随着国际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出现了两种观念：一是不能通过国家间协定

减损的基本价值观，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为此，分别对一般国际法强

制性规范(强行法)和对世义务进行了讨论，并作为国际法下的概念加以编纂。 

3.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53 和第 64 条提到了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强行法)。这两项条款规定，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抵触的条约无效，与新出

现的强制性规范抵触的任何现有条约即告终止。此外，委员会 2001 年“国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国家责任条款”)虽然不是条约，但第 41 条涵盖了

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义务的特定后果。委员会还在 2022 年通过了“关

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识别和法律后果的结论草案”(“强制性规范

结论草案”)。 

  

 1 在本提案中，除非另有说明，“对世义务”一词既涵盖严格意义上的对世义务，也涵盖对所

有缔约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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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司法判例，在一些案件中作出了某项规则为强制性规范的裁决，包括国

际法院(“法院”)的裁决。2 不过，宣布某一条约因与强制性规范抵触而无效的

案件3 寥寥无几。4 

5. 相比之下，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条约都没有明确提及对世义务。然而，这一概

念被纳入了其他文书，例如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第 1 款5 和国际组织责任条款第

49 条第 1 和第 2 款。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的结论 17 第 1 段也明确提到这一概

念。 

6. 关于司法判例，一些判决和咨询意见认定某些义务具有对世性质，包括国际

法院自 1970 年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以来的判决和咨询意见。6 

  

 2 国际法院承认一项规则为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案件包括：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新申诉：

2002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管辖权和可否受理，判决(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新申

诉)、管辖权和可否受理)(灭绝种族)，《200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4 段；《防止及惩治

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判决(波斯尼亚灭绝

种族)(灭绝种族)，《200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61 段；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

案(比利时诉塞内加尔)，判决(比利时诉塞内加尔)(酷刑)，《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9 段；《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克罗地亚诉塞尔维亚)，判决(克罗地亚灭绝

种族)(灭绝种族)，《201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87 段；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产生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外国占领

情况下的自决权)，《202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33 段。 

  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ICTY (Trial Chamber), Prosecutor v. Anto Furundzija, 

Judgment (Furundzija) (Case No. IT-95-17/1-T) (torture), 10 December 1998, para. 153。 

  在欧洲法院(ECJ)，ECJ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Yassin Abdullah Kadi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Judgment (univers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21 September 2005, para. 231。 

  在欧洲人权法院(ECtHR)，ECtHR, Al-Adsani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35763/97) (torture), 21 November 2001, para. 61。 

  在美洲人权法院(IACtHR)，IACtHR, Aloeboetoe et al. v. Suriname, Reparations and Costs, Judgment 

(slavery), 10 September 1993, para. 57; Gómez-Paquiyauri Brothers v. Peru, Merits, Reparations and 

Costs, Judgment (extra-legal executions, torture, etc.), 8 July 2004, paras. 76, 112, 128; Goiburú et al. v. 

Paraguay, Merits, Reparations and Costs, Judgment (forced disappearance, torture, etc.), 22 September 

2006, paras. 84, 93, 128, 131。 

 3 有些案件的判决基于假设而认定条约无效。见 IACtHR, Aloeboetoe et al. v. Suriname, Reparations 

and Costs, para. 57。还有些案件中的无效主张是基于与强制性规范抵触而提出的。另见

Christian Tams, Enforcing 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International Law (CUP, 2005), pp. 142-143, 

n. 113。 

 4 关于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见 Erika de Wet, “Jus Cogens and 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Dinah 

Shelto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OUP, 2013), p. 548。 

 5 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第 1 款规定：“受害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有权在下列情况下对另一国援

引责任：“(a) 被违反的义务是对包括该国在内的一国家集团承担的、为保护该集团的集体利

益而确立的义务；或(b) 被违反的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 

 6 巴塞罗那电车、电灯及电力有限公司案(比利时诉西班牙)(新申诉：1962 年)，判决(巴塞罗那电

车公司)，《197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3 段。除承认非受害国诉讼资格的案件(见下文)

外，国际法院承认一项规则为对世义务的案件(尽管是在附带意见中)包括：巴塞罗那电车公司

案(侵略、灭绝种族、奴役和种族歧视)，《197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3-34 段；东帝汶

案(葡萄牙诉澳大利亚)，判决(东帝汶)(作为一项对世权利的自决权，尽管因适用货币黄金原

则，管辖权被否认)，《199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9 段；《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

约》的适用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初步反对意见，判决(波斯尼亚灭

绝种族，初步反对意见)(灭绝种族，作为对世权利和义务)，《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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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据指出，承认受害国以外国家(“非受害国”)的诉讼资格是对世义务最重要

的法律后果之一。事实上，国际法院分别在 2012 年的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和

2022 年的冈比亚诉缅甸(罗辛亚人)案中承认了非受害国的这种资格。7 最近又有

非受害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违反了对世义务。8 在其中一些案件中，法

  

第 31 段；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新申诉)，管辖权和可否受理(灭绝种族，作为对世权利和

义务，尽管因缺乏对管辖权的同意，管辖权被否认)，《200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4

段；克罗地亚灭绝种族案(灭绝种族)，《201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87 段。 

  在咨询程序中，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隔离墙)(自决权和某

些国际人道法义务)，《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55-157 段；1965 年查戈斯群岛从毛

里求斯分裂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查戈斯群岛)(自决权)，《201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80 段；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案(自决权、使用武力获取领土、某些国际人道法义务、某些国际

人权法义务)，《202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6、232、274 段。 

  在前南问题国际法庭，ICTY (Trial Chamber), Furundzija (torture), para. 151; ICTY (Appeals 

Chamber), Prosecutor v. Tihomir Blaskic, Judgment on the Request of the Republic of Croatia for 

Review of the Decision of Trial Chamber II of 18 July 1997 (Blaskic) (Case No. IT-95-14-AR108bis) 

(co-operation and judicial assistance), 29 October 1997, para. 26。 

  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R)，ICTR (Trial Chamber I), Prosecutor v. Ferdinand Nahimana, 

Hassan Ngeze and Jean Bosco Barayagwiza, Decision on the Motion to Stay the Proceedings in the 

Trial of Ferdinand Nahimana (Nahimana) (Case No. ICTR-99-52-T) (cooperation and judicial 

assistance), 5 June 2003, para. 9; ICTR (Trial Chamber III), Prosecutor v. Callixte Nzabonimana, 

Decision on Defence Motion to Reconsider Prior Trial Chamber Decisions on France’s Cooperation 

with the Tribunal (Nzabonimana) (Case No. ICTR-98-44D-T) (cooperation and judicial assistance), 4 

March 2010, para. 29。 

  在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约旦移交巴希尔案上诉，判决(约旦移交)(案件编

号 ICC-02/05-01/09 OA2)(防止、调查和惩治相关罪行的义务)，2019 年 5 月 6 日，第 123 段。 

  在塞拉利昂特别法庭(SCSL)，(Appeals Chamber), Morris Kallon and Brima Bazzy Kamara (Cases 

Nos. SCSL-2004-15-AR72(E) and SCSL-2004-16-AR72(E)), Decision on Challenge to Jurisdiction: 

Lomé Accord Amnesty (obligation to protect human dignity), 13 March 2004, para. 71。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ITLOS (Seabed Disputes Chamber),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ctivities in the Area, Advisory Opinion (Activities in the Area) (preservation of 

environment), ITLOS Reports 2011, para. 180。 

  在欧洲法院，ECJ (Grand Chamber),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v. Front populaire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 saguia-el-hamra et du rio de oro (Front Polisario), Judgment (Case C-104/16 P) (self-

determination as a right erga omnes), 21 December 2016, para. 88。 

 7 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禁止酷刑公约》第 6 条第 2 款和第 7 条第 1 款)，《2012 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第 68-70 段；《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案(冈比亚诉缅甸)，初步反对

意见，判决(罗兴亚人)(灭绝种族)，《202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08 段。2014 年南极捕

鲸案的判决可被视为另一个例子。见下文。 

 8 2023 年加拿大和荷兰诉叙利亚(叙利亚酷刑)；2023 年南非诉以色列(加沙)；2024 年尼加拉瓜诉

德国。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荷兰已宣布打算就阿富汗涉嫌违反《消除对妇女一

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行为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Kyra Wigard, “A Groundbreaking Move: 

Challenging Gender Persecution in Afghanistan at the ICJ”, EJIL Talk!, 30 September 2024. 马绍尔

群岛提起的核裁军义务案(由于不存在争端而被驳回)表面上可能与非受害国提起的案件类似。

然而，根据国家责任条款第 42 条(b)项(ii)目及其评注，裁军条约下的裁军义务被归为相互依存

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将使该条约的所有其他缔约国成为“受害国”(国家责任条款，第 42

条，评注，第 13 段)。马绍尔群岛本身以受害国和非受害国的身份向国际法院提交了案件。核

裁军义务案(马绍尔群岛诉联合王国)，马绍尔群岛的诉状，2015 年 3 月 16 日，第 103-1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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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初步承认了这一诉讼资格。9 因此，从实际角度看，甚至可以说，相比强制性

规范，更有必要澄清对世义务的概念和法律后果。 

8. 尽管对世义务具有重要意义，但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答，例如：哪些义务具

有对世性质；识别的标准是什么；如何识别；这些义务与强制性规范有何关系；

违反对世义务会产生什么法律后果；在国际法院的判例中，有时与对世义务一并

提及的对世“权利”是什么？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对世效力的概念很神秘，

但意义重大”。10 

9. 即使存在这种不确定性，委员会、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司法和准司法机构以

及广泛的学术文献仍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大量讨论。因此，在这一领域澄清、编纂

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工作不仅必要，委员会目前对其进行探讨的时机也已成熟。 

10. 这一专题工作也将扩大和进一步发展委员会以前的工作，包括国家责任条款

第 48 条和国际组织责任条款第 49 条，以及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的一些结论。 

 二. 可能需要处理的问题 

11. 本专题中需要处理的具体问题可分为两类。首先是澄清对世义务的概念，包

括识别对世义务的方法和标准；其次是违反此类义务的法律后果。 

 A. 澄清概念 

12. 一个普遍共识是，对世义务(字面意思是对一切的义务)是“一国对整个国际

社会承担的义务”，“鉴于所涉权利的重要性，可以认为对此类权利的保护关乎

所有国家的法律利益”。11 然而，除上述表述外，这些义务的范围仍不确定。 

 (1) 与强制性规范的关系 

13. 如前所述，对世义务概念的价值观和利益与强制性规范类似，但二者之间的

关系并非始终明确。12 

  

 9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适用案(加拿大和荷兰诉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临时措施、命令(叙利亚酷刑)，《202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8-51

段；《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在加沙地带的适用案(南非诉以色列)，临时措施、命令

(2024 年 1 月 26 日)(加沙)，《202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3-34 段。 

 10 Christian J. Tams and Alexandre Belle, “Erga Omnes Effects of Judicial Decisions: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s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21), para. 1, available at <https://opil.ouplaw.com/display/10.1093/law-mpeipro/e3733.01

3.3733/law-mpeipro-e3733?rskey=TsLXWO&result=4&prd=OPIL&print>. 

 11 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197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3 段。另见，例如，比利时诉塞内

加尔案，《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8 段；罗辛亚人案，初步反对意见，《2022 年国

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07 段；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第 1 款；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结论 17

第 1 段。 

 12 例如见 de Wet, “Jus Cogens and Obligations Erga Omnes”, pp. 541-561; Maurizio Ragazzi,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Erga Omnes (Clarendon Press, 1997), pp. 189-214。 

https://opil.ouplaw.com/display/10.1093/law-mpeipro/e3733.013.3733/law-mpeipro-e3733?rskey=TsLXWO&result=4&prd=OPIL&print
https://opil.ouplaw.com/display/10.1093/law-mpeipro/e3733.013.3733/law-mpeipro-e3733?rskey=TsLXWO&result=4&prd=OPIL&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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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从国家责任条款第 40 条和第 41 条的起草历史中可以看出二者的密切关系。13 

这一历史表明，1996 年一读通过的“国际罪行”最初被界定为违反“对于保护

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的义务”14 的行为，受害国为“所有其他国家”15 

(与对世义务相一致的概念)，但在 2000 年二读时，这一概念被改为“严重违反对

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16 的行为(与对世义务相同的概念)，最终，2001 年在

第 40 条和第 41 条中将其规定为严重违反依“强制性规范”承担的义务的行为。 

15. 此外，国家责任条款(第二部分，第三章，包括第 40 条和第 41 条)的评注指

出： 

“不论一般国际法的强制规范与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是不是一个单一基本

思想的不同方面，至少在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重叠”17 (原文无着重标

示)。 

16. 然后，评注指出： 

“但至少重点不同。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强调一定数量的基本义务的范围和

优先性，而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则主要强调所有国家在这些义务的遵守上

均有法律利益”18 (原文无着重标示)。 

17. 上述两段引文的表达虽然微妙，但可被理解为是指强制性规范与对世义务仅

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只不过没有明确这样说。19 

18. 另一方面，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在结论 1720 的评注中指出： 

  

 13 James Crawford,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mmentaries (CUP, 2002), pp. 35-38. 

 14 国家责任条款(一读)，第 19 条第 2 款。 

 15 国家责任条款(一读)，第 40 条第 3 款。另见第 53 条，其中规定： 

  “一国的国际罪行引起每一其他国家的下列义务： 

   (a) 不承认国际罪行所造成的状况为合法； 

   (b) 不援助或协助实施了该罪行的国家维持所造成的状况； 

   (c) 同其他国家合作履行(a)和(b)项下的义务；并 

   (d) 同其他国家合作实施旨在消除该罪行的后果的措施。” 

 16 “国家责任：起草委员会二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2000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

卷，第 2 部分，第 69 页，第 41、第 42 条。 

 17 国家责任条款，第二部分，第三章，评注，第 7 段。评注接着指出：“国际法院提出的对整个

国际社会义务的举例，一般认为都是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产生的义务。同样，本委员会在其

后来成为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53 条的条文的评注中提出的强制规范的例子，也是对整个

国际社会的义务”。 

 18 国家责任条款，第二部分，第三章，评注，第 7 段。 

 19 然而，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辩论过程中，委员会似乎达成了“普遍一致”，认为强行法的

范围比对世义务的范围要窄。《1998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 2 部分，第 76 页，

第 326 段。 

 20 结论 17 第 1 段规定：“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产生对国际社会整体承担的义务(普遍

义务)，关乎所有国家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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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所有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均产生普遍义务，但普遍认为，

并非所有的普遍义务均源自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21 

因此，这些评注承认存在非强制性规范的对世义务，并以与共同遗产制度相关的

某些规则为例。22 委员会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研究组的报告中也有相似的理

解。23 

19. 学术文献中也存在类似的意见分歧，24 因此澄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很

重要。 

 (2) 与相互依存义务的关系 

20. 在国家责任条款中，第 42 条涉及“受害国”对违反一般义务的行为援引责

任，第 48 条则涉及“非受害国”对违反“对世义务”的行为援引责任。但第 42

条和第 48 条规定的义务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很清楚，特别是第 42 条(b)项(ii)目25 

规定的所谓相互依存义务与第 48 条第 1 款规定的对世义务之间的关系。 

21. 其中一个难点在于，国家责任条款的评注列举了同一类义务作为这两项规定

的例子。例如，评注中提到无核武器区条约中与第 42 条(b)项(ii)目26 和第 48 条

  

 21 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结论 17, 评注，第 3 段。 

 22 同上，第 3 段。 

 23 《2006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 2 部分，第 183 页，第 251(38)段。另见联合国文

件 A/CN.4/L.682 和 Add.1, 2006 年 4 月 13 日，第 404 段。 

 24 Bruno Simma, “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Law”, Recueil des Cours, 

Vol. 250 (1994), p. 300, paras. 59-60 (“是否所有的对世义务都来自强行法规则？我认为未

必。……然而，在实践中，很难想到一个对世义务不同时被视为源自强行法的例子……因

此，强行法和对世义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Antonio Cassese, “The Character of the Violated 

Obligation”, in James Crawford et al. (eds.),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UP, 2010), p. 

417 (“二者密不可分、相互重合：每一项强制性规范都产生对世义务，反之亦然，每一项真

正的对世义务也都是在强制性规范中规定的”)。 

  另一方面，其他人则认为，可能有并非强制性规范的对世义务。例如见 Linos-Alexander 

Sicilianos,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and the Multilateral Dimension of the Re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 No. 5 (2002), p. 1137 

(“可能很难承认……所有对世义务都源于强行法规范。……对世义务和强制性规范产生的义

务形成两个同心圆，第一个圆大于第二个圆。”)；Santiago Villalpando, L’émergence d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dans la responsabilité des Etat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5), 

pp. 106-107 (“L’image désormais classique employée pour décrire la relation entre les obligations erga 

omnes et le jus cogens est celle de deux cercles concentriques: la catégorie des normes imposant des 

obligations erga omnes constituerait un ensemble plus grand qui contiendrait toutes les normes 

impératives mais ne se reduirait pas à elles.”); Yuji Iwasawa, International Law (in Japanese), 2nd ed.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2023), p. 21. 在国际法学会框架内，加亚提出了一项规定，指出“虽

然强制性规范总是设定对世义务，但这些义务不一定都是强制性规范所确立的”(C 条)。国际

法学会，《年鉴》，第 71 卷，第二部分(2005 年)，第 84、86 页(C 条)；同上，第 71 卷，第一

部分(2005 年)，第 192 页(提案 C)。另见 Paolo Picon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Jus Cogens and 

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Enzo Cannizzaro (ed.), The Law of Treaties beyo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OUP, 2011), pp. 414-416。 

 25 第 42 条(b)项(ii)目规定：“一国有权在下列情况下作为受害国援引另一国的责任如果被违反的

义务是：……(b) 对包括该国在内的一国家集团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而且对该义务

的违反：……(ii) 具有如此性质以致会根本改变作为该义务当事相对方的所有其他国家在继续

履行该义务上所处的地位”。 

 26 国家责任条款，第 42 条，评注，第 13 段。 

https://docs.un.org/zh/A/CN.4/L.682
https://docs.un.org/zh/A/CN.4/L.682/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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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款(a)项27 有关的义务。因此，一些评论者甚至认为，这些评注是不正确的，

因为如上所述，第 42 条(b)项(ii)目和第 48 条第 1 款涉及不同类型的义务。28 另

一些评论者则反驳说，裁军义务是相互依存义务的典型，也可归为对世义务。29 

22. 鉴于违反相互依存义务和对世义务的法律后果不同，30 必须澄清二者之间

的关系。31 

 (3) 对世义务的识别 

23. 以上是在概念层面上对对世义务的范围和意义进行的比较抽象的讨论。从实

际角度看，如果能具体识别哪些义务具有对世性质，可能就足够了。 

24. 然而，除了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裁决外，虽然可在国家责任

条款第 48 条第 1 款或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结论 17 第 1 段中找到对世义务的定

义，但仅凭这些定义并不能具体得出哪些义务具有对世性质。 

25. 如下文所述，违反对世义务的法律后果可能是广泛而深远的(或会导致任何

国家32 均可提起公益诉讼或采取反措施)。如果不清楚哪些义务会产生这种法律

后果，甚至可能破坏国际关系的稳定。 

26. 因此，讨论识别对世义务的方法和标准十分必要，即要考虑哪些方面，以及

依据何种标准来判断某一特定义务是否具有对世性质。 

27. 一种方法是，可从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司法和准司法机构以及委员会提到的

一系列此类义务的例子中提取共同点。33 但另一方面，很难列出任何试图详尽

说明哪些义务具有对世性的清单。此种目录最终应基于国家实践并结合国际性法

院和法庭的裁决来制定。 

  

 27 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评注，第 7 段。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克劳福德)关于相互依存义务和

对世义务之间关系的最初想法见他的第三次报告。《2000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

第 1 部分，第 34-35 页，第 106 段，特别是脚注 199(“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六十条第二款

(丙)项所界定的整体义务，是对所有缔约国承担的义务的一个亚类。在整体义务的情况下，任

何违背义务的行为损害到所有其他缔约国的立场，每一缔约国都有理由被视为个别受害

国。”)。 

 28 Iwasawa, International Law (in Japanese), 2nd ed., pp. 19-20. 

 29 例如见 Masahiko Asada, “Legal Justification of UN and Non-UN Sanctions: Supremacy of UN 

Obliga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Breaches of Interdependent or Erga Omnes Obligations”, in 

Chia-Jui Cheng (ed.), New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Law: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Judge Hisashi Owada 

(Brill, 2024), pp. 88-89;Pierre d’Argent,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Recueil des Cours, Vol. 417 

(2021), pp. 85-87; Joost Pauwelyn, “A Typology of Multilateral Treaty Obligations: Are WTO 

Obligations Bilateral or Collective in Na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5 (2003), p. 923。 

 30 关于相互依存义务的第 42 条(b)项(ii)目规定了“受害国”援引责任的问题，关于对世义务的第

48 条规定了“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援引责任的问题，而第 49 条规定“受害国”可以采取反措

施，这表明这两类义务及其被违反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 

 31 一般见 Priya Urs, “The Elusiveness of ‘Interdependent Obligations’ and the Invo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Breach”,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forthcoming。 

 32 如下文所述，不清楚是否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对世义务被违反的情况下诉诸反措施。 

 33 还可能值得研究的是，识别严格意义上的对世义务和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的标准和方法是否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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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有些义务已被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性法院和法庭识别为对世义务(例如，禁

止侵略、禁止灭绝种族、禁止奴役、禁止种族歧视、禁止酷刑、尊重自决权的义

务、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下的某些义务34，以及一些相关的程序性义务35)36。然

而，仅列出这些义务可能会导致错误地认为不存在其他对世义务。相反，将未得

到充分承认的义务纳入清单，也可能产生不利后果。提出识别对世义务的标准和

方法，比列出不完整的相关义务清单更为重要。 

 B. 澄清法律后果 

29. 本专题要处理的第二类问题涉及违反对世义务的法律后果：具体而言，一国

可对此类违反行为采取何种行动或措施。 

30. 由于对世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其遵守关乎所有国家的法律利

益，因此逻辑上可以推出：除不法行为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均可处理违反此类义务

的行为，并援引该国的责任。37 

31. 因此，问题在于任何其他国家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或措施，以及采取的条件是

什么。根据这一理论和国家实践，这方面可考虑的行动和措施包括援引责任，38 

例如通过司法程序援引责任，以及对责任国采取反措施。39 

  

 34 需要知道哪些具体义务属于这类义务。 

 35 在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中，国际法院认为《禁止酷刑公约》规定的对事实进行初步调查的义

务(第 6 条第 2 款)和引渡或起诉的义务(第 7 条第 1 款)具有对所有缔约国承担的义务的性质。

《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9 段。 

  此外，在布拉斯基奇案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认为，《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 29 条(在调

查和起诉被告方面与法庭合作的义务)规定了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ICTY (Appeals Chamber), 

Blaskic, para. 26。 

  在恩扎博尼马纳案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在援引《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 28 条(在调

查和起诉被告方面与法庭合作的义务)时，回顾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在布拉斯基奇案中对《前

南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 29 条作出的上述解释。参见 ICTR (Trial Chamber III), Nzabonimana, 

para. 29. Cf. ICTR (Trial Chamber I), Nahimana, para. 9 (尽管对对世义务这一概念的理解有所不

同)。 

  此外，国际刑事法院在约旦移交案中认为，与法院合作的义务加强了其管辖范围内的“防

止、调查和惩治犯罪的对世义务”。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约旦移交案，第 123 段。 

 36 考虑到国际法院 2013 年对南极捕鲸案的审理情况，还可以说，保护环境的某些义务可被视为

具有对世性质。见国际法院，逐字记录 CR 2013/13, 2013 年 7 月 3 日，第 73 页(班达里法官)；

CR 2013/18, 2013 年 7 月 9 日，第 28 页，第 19 段(澳大利亚的 Burmester 先生)，第 33-34 页，

第 19-20 段(Boisson de Chazournes 女士)。 

 37 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第 1 款。 

 38 在国家责任条款中，“援引责任”一词是指采取措施，如对另一国提出要求，或向一国际性

法院或法庭提起诉讼等。国家责任条款，第 42 条，评注，第 2 段。 

 39 例如见 Tams, Enforcing 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International Law, pp. 5-12, 19; Yoshifumi 

Tanaka,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International Law”,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68, No. 1 (2021), pp.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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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援引责任 

 (a) 诉讼资格 

32. 在违反对世义务的情况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任何国家都可以将案

件提交诸如国际法院等主管国际性法院，作为援引违约国责任的一种手段。40 

换言之，是否所有其他国家均具备诉讼资格，41 可就违反对世义务的行为向法

院提起诉讼，无论是否存在单独和特别的损害。 

33. 虽然仍有观点认为应当对援引责任的权利和在国际法院的诉讼资格进行区

分，从而意味着只有特别受影响的国家(即“受害国”)42 才有资格提起诉讼，43 

但这一点似乎已在实践中得到相反的澄清。至少就违反对所有缔约国承担的义务

而言，在国际法下似乎允许公益诉讼，这得益于国际法院在 1966 年西南非洲各

案(第二阶段)中44 拒绝承认国际法下的“民众诉讼”45 以来的发展，特别是国际

  

 40 据说在首次从字面上提出对世义务概念的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国际法院没有具体涉及诉

讼资格问题。加沙案，临时措施，薛法官的声明，《202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 段。

另见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薛法官的不同意见，《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5、16

段；关于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行核裁军进行谈判的义务案(马绍尔群岛诉印度)，管辖权和可

否受理，薛法官的声明，《201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8 段；罗辛亚人案，初步反对意

见，薛法官的不同意见，《202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3 段。不过，见巴塞罗那电车公

司案，《197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1 段。 

 41 “诉讼资格”一词(standing, 有时称为“standing to sue”)是指一方当事人提出法律主张或寻求

对某项义务或权利进行司法强制执行的权利。Black’s Law Dictionary, 11th ed. (Thomson Reuters, 

2019), p. 1695. 然而，该术语有时也被用来指作为申请人或答辩人出庭的一般能力。例如见联

合国文件 A/CN.4/766, 2024 年 3 月 1 日，第 90、91、97、133、219 段。本提案采用该术语的

前一种含义。关于诉讼资格的更广泛概念――涵盖司法程序和反措施，以及“权利”和“法律

利益”之间的区别，见 Tams, Enforcing 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International Law, pp. 25-40。 

 42 确切地说，考虑到违反相互依存义务的情况下受害国可能并未受到特别影响，“受害国”和

“特别受影响国家”是否是同义词也许值得商榷。 

 43 缅甸在罗辛亚人案中的论点，初步反对意见，《202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4 段。参见

塞内加尔在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中的论点，《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4 段。另见薛

法官在若干案件中的不同意见或声明(例如，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薛法官的不同意见，

《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7-18 段；罗辛亚人案，初步反对意见，薛法官的不同意

见，《202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8 段；叙利亚酷刑案，临时措施，薛法官的声明，

《202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 段)。薛法官的不同意见包括这样一种论点，即允许对

《酷刑公约》和《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仲裁条款作出保留意味着违反对世义务不会产生普遍

的诉讼资格(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薛法官的不同意见，《2012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2-

23 段；罗辛亚人案，初步反对意见，薛法官的不同意见，《202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9 段)。不过，法院在东帝汶案的判决中似乎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对于加沙案中的临时措施

令，薛法官接受了非受害国的诉讼资格。加沙案，临时措施，薛法官的声明，《2024 年国际

法院案例汇编》，第 4 段。与薛法官在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中的论点相类似的论点，见比利时

诉塞内加尔案，苏尔专案法官的不同意见，《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6-46 段。 

 44 西南非洲各案(埃塞俄比亚诉南非；利比里亚诉南非)，第二阶段，判决，《1966 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第 88 段。 

 45 关于反对使用这一术语的批判性观点，见 Tams, Enforcing 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International 

Law, pp. 161-162;Giorgio Gaja, “The Protection of General Intere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cueil des Cours, Vol. 364 (2012), pp. 110-112。 

https://docs.un.org/zh/A/CN.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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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最近判例的发展。46 这些诉讼可被视为对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的适用，47 

尽管国际法院未明确提及该条。48 还应指出的是，其他国际性法院和法庭也援

引了违反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的责任。49 

34. 一个相关问题是非受害国的诉讼资格与其将案件提交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基础

之间的关系。由于管辖权问题先于可否受理问题出现，只有在特定案件中确认存

在管辖权基础时，才会授予作为可受理问题的诉讼资格。因此，即使指控涉及违

反对世义务的行为，国际法院也不能在缺乏管辖权基础的情况下采取行动。50 

法院在 1995 年东帝汶案51、2006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新申诉)案(管辖权

和可否受理)52 和 2024 年阿塞拜疆诉亚美尼亚案(初步反对意见)53 中证实了这一

理解。 

 (b) 并行或相继诉讼及诉求范围 

35. 假设非受害国有权根据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第 1 款向法院或其他司法机构

提起诉讼，那么问题仍然是，应以哪些条件和程序来确定国家的诉讼资格，因为

预计不止一个国家可向这些机构提起诉讼，无论是受害国还是非受害国。 

36. 在这方面，有必要区分有受害国和没有受害国的情形。如果存在违反对世义

务行为(如侵略)的受害国，问题将在于，即使受害国已明确表示不会援引不法行

  

 46 见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8-70 段；罗辛亚人案，初步反对

意见，《202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08 段。在临时措施阶段，国际法院还在下列案件

中承认了初步管辖权和诉讼资格：叙利亚酷刑案，《202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8-51

段；加沙案，《202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3-34 段。虽然国家责任条款没有明确涉及第

48 条中的诉讼资格问题，但国际法学会 2005 年题为“国际法中的对世义务”的决议(“国际法

学会 2005 年决议”)在第 3 条中涉及了这一问题(“如果被指控违反对世义务的国家与义务对象

国之间存在管辖权上的联系，则后者有资格就有关遵守该义务的争端向国际法院或其他国际

司法机构提起诉讼”)。国际法学会，年鉴，第 71 卷，第二卷(2005 年)，第 286-289 页。 

 47 见 James Crawford, “Overview of Part Three of the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in Crawford et 

al. (eds.),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p.934；同上，“Responsibility for Breaches of 

Communitarian Norms: An Appraisal of Article 48 of the ILC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in Ulrich Fastenrath et al. (eds.), 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Essays in Honour of Bruno Simma (OUP, 2011), p. 227。 

 48 另一方面，国际海洋法法庭(海洋法法庭)在其关于区域内活动案的咨询意见中承认，《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各缔约国可以根据保护公海和区域环境相关义务的对世性质提

出赔偿要求，并在这方面明确提及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第 180 段)。 

 49 例如见 UNCLOS Annex VII Arbitral Tribunal, The Arctic Sunrise Arbitration (The Netherlands v. 

Russia), Award on the Merits (PCA Case No. 2014-02), 14 August 2015, paras. 157(iv), 180-186。荷

兰的诉讼资格基于不同理由得到承认。 

 50 如果一国在涉嫌违反对世义务的案件中宣布或申请参加诉讼，而参加国对相关条约的仲裁条

款提出了保留，可能会出现类似问题。见美国，参加诉讼声明，2022 年，第 9 段；美国，关

于美国参加诉讼声明可受理性的意见，2023 年，第 22-28 段；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

约》提出的灭绝种族指控(乌克兰诉俄罗斯联邦)，参加诉讼声明的可受理性，命令，《2023 年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0-98 段。 

 51 《199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9 段。 

 52 《200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4、125 段。 

 53 《202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1、4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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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的责任54 或已通过放弃而丧失了援引责任的权利55，任何其他国家是否可以

援引责任；反之，其他国家是否仅在受害国虽有权援引责任，但由于管辖权或其

他原因无法援引责任的情况下56，才能援引责任；此外，任何其他国家是否可在

受害国援引责任(并从不法行为国获得令人满意的补救或者未能获得所寻求的部

分或全部补救57)之后，仍可援引责任。总的来说，问题在于非受害国的权利是从

属于还是独立于受害国的权利。58 

37. 在没有受害国的情况下，将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第二个国家是否可在第一个

国家援引责任后进一步援引责任。59 加拿大和荷兰就叙利亚涉嫌违反《禁止酷

刑公约》提出的联合申诉表明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两国或可分别和相继提起而不

是联合提起诉讼。60 在这种情况下，当不同国家在相继提起的案件中寻求相同

补救时，可能会产生既判力原则是否适用的问题。61 在存在受害国的情况下，

也可能出现这一问题。 

38. 考虑援引责任的不同形式(即诉求的内容)，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复杂性。根

据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第 2 款，可能需要区分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停止国际不

法行为和保证不再发生，二是要求履行赔偿义务。62 例如，以下问题可能会引

起复杂情形：如果第一个援引责任的国家只是要求停止不法行为，63 另一个国

家是否可以随后要求以恢复原状作为一种赔偿形式？64 如果第一个国家只寻求

停止不法行为和恢复原状，另一国之后是否可以要求补偿？等等。在存在受害国

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这一问题。 

  

 54 在罗辛亚人案，初步反对意见，《国际法院 2022 年报告》第 105、113 段中，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一些相关讨论。另见同上，克雷斯专案法官的声明，第 26-30 段。 

 55 见国家责任条款，第 45 条。 

 56 受害国对有关条约的仲裁条款作出保留时，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相反的论点是，如

果受害国因对仲裁条款的保留而无权提起诉讼，“非受害国”也将被禁止向国际法院提起诉

讼。见罗辛亚人案，初步反对意见，《202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9 段。类似论点见

Jan-Phillip Graf, “Erga Omnes Partes Standing and Procedural Issues in South Africa v. Israel”, EJIL 

Talk!, 1 February 2024。 

 57 既判力原则可能发挥作用，即使当事方不同。 

 58 见 Priya Urs, “Obligations Erga Omnes and the Question of Standing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 No. 2 (2021), pp. 520-522。另见国际法学

会，《年鉴》，第 71 卷，第一部分(2005 年)，第 139 页和脚注 66。 

 59 薛法官在罗兴亚人案中提出了一个与争端裁决终局性有关的问题。罗辛亚人案，初步反对意

见，薛法官的不同意见，《202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1 段。 

 60 在西南非洲各案中，法院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分别提起的两项诉讼合并审理。西南非洲

各案(埃塞俄比亚诉南非；利比里亚诉南非)，初步反对意见，判决，《196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

编》，第 321 段。 

 61 见边界和跨界武装行动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管辖权和可否受理，判决，《1988 年国际法

院案例汇编》，第 54 段；Niccolò Ridi, “Precarious Finality? Reflections on Res Judicata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Case”,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1, No. 2 (2018), pp. 385-386;Urs, “Obligations Erga Omnes and the Question of Standing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 522。 

 62 见国际法学会，《年鉴》，第 71 卷，第一部分(2005 年)，第 139 页。 

 63 见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第 2 款(a)项。 

 64 见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第 2 款(b)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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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更广泛而言，可能需要考虑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第 2 款(其中规定了非受害

国提出要求的范围)现在是否反映了习惯国际法。65 还可能需要规定非受害国诉

讼方应如何处理通过诉讼获得的任何补偿(例如，将其提供给受害国或被违反之

义务的受益人)，第 48 条第 2 款或其评注对此没有明确规定。66 

 (c) 第三方参加诉讼 

40. 同样，67 违反对世义务还可能引发的问题是：第三方是否可以参加诉讼，

以此作为根据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第 1 款援引责任的一种方式。68 在参加国际

法院诉讼的两种方式中，这里讨论的是《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二条69：某一国

家如认为“某案件之判决可影响属于该国具有法律性质之利益时”(原文无着重

标示)，可向法院申请参加。因此，首先，70 第六十二条中的“具有法律性质之

利益”是否包括所有国家在一项对世义务的遵守方面享有的“法律利益”，71 

将决定在违反此类义务的案件中是否允许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参加。迄今为止，国

际法院尚未澄清这一问题，也未在任何案件中批准这种参加。 

41. 此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分歧。72 一些学者认为，“无论[国

际法院]《规约》第六十二条要求的‘具有法律性质之利益’为何，都不能高于

  

 65 第 48 条第 2 款(b)项的评注指出，该款涉及一项国际法逐渐发展的措施。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评注，第 12 段。在第 48 条第 2 款(a)项所列的两种要求中，国际法学会 2005 年决议只提

到停止国际不法行为的要求(第 2 条(a)项)。 

 66 这一考虑类似于 2006 年外交保护条款第 19 条(c)项的规定。国际法院在对迪亚洛案作出判决

(赔偿)时似乎考虑到这一规定。见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案(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

和国)，赔偿，判决，《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7 段。 

 67 国际法学会 2005 年决议也在第 3 条和第 4 条中处理了这一问题以及诉讼资格问题。国际法学

会，《年鉴》，第 71 卷，第二部分(2005 年)，第 288、289 页。有时也有观点认为，“第三方

参加诉讼是[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的逻辑延伸”。Craig Eggett and Sarah Thin,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Tool for Litig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in 

Justine Bendel and Yusra Suedi (eds.),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Routledge, 

2024), p. 87. 

 68 以前根据《规约》第六十二条申请和允许参加诉讼的例子，见 Robert Kolb,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art, 2013), pp. 703-730; Alina Miron and Christine Chinkin, “Article 62”, in Andreas 

Zimmermann and Christian J. Tams (eds.),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3rd ed. (OUP, 2019), pp. 1691-1693。 

 69 迄今为止，法院根据第六十二条允许参加诉讼的案件只有三个：1990 年陆地、岛屿和海上边

界争端案(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诉讼)、1999 年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

疆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参加诉讼)、2011 年国家管辖豁免案(德国诉意大利：

希腊参加诉讼)。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获许作为当事方参加诉讼。 

 70 这是允许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参加诉讼的条件之一。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利益是否“可能受到

案件判决影响”。见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提出的参加诉讼许

可申请，判决，《201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6、67 段。 

 71 例如见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8 段(“这些义务可定义为

‘对所有缔约国承担的义务’，即在任何特定案件中，对这些义务的遵守均关乎每个缔约国

的利益”)；罗辛亚人案，初步反对意见，《202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07 段。另见国

家责任条款，第二部分，第三章，评注，第 7 段(“而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则主要强调所有

国家在这些义务的遵守上均有法律利益”)。 

 72 Benjamin Salas Kantor and Massimo Lando, “Intervention and Obligations Erga Omnes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NUS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Law, 20 Apri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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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向该法院提起诉讼之理由的利益”。73 另一些学者则反驳称，“并无明确

依据可将关于起诉书可受理性的习惯要求与《国际法院规约》关于附带诉讼(如

非当事方参加诉讼)可受理性的法定要求进行类比”。74 有必要澄清这一问题。75 

42. 在实践中，法院最近收到了几份要求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二条参加

不同诉讼的申请。76 这些申请均基于各自案件中据称违反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

的行为。77 在这些申请中，可能需要区分作为当事方的参加和作为非当事方的

参加。从援引责任的角度来看，根据第六十二条作为当事方的参加更具相关性。 

 (d) 向人权条约机构提出的国家间指控 

43. 除法院和法庭外，各种人权条约也规定了国家间指控机制，以审查是否存在

违反条约义务的情况，其中至少部分义务可能具有对世性。78 这里还需考虑

“非受害国”将案件提交条约机构的可能性，类似于非受害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

讼的情况。 

  

 73 Gaja, “The Protection of General Intere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119; 巴勒斯坦，参加

诉讼请求和参加诉讼声明，2024 年，第 25 段；波兰，参加诉讼申请，2024 年，第 14 段。另

见 Dai Tamada, “War in Ukrain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rovisional Measures and the 

Third-Party Right to Intervene in Proceeding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 Vol. 26, Nos. 

1-2 (2024), pp. 55-56。 

 74 Brian McGarry, “Mass Intervention?: The Joint Statement of 41 States on Ukraine v. Russia”, EJIL 

Talk!, 30 May 2022; 同上，“Obligations Erga Omnes (Parte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Third 

States in Inter-State Litigatio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Vol. 22, 

No. 2 (2023), pp. 282, 298-299。另见 Matina Papadaki,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Rules in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Exploring their Interaction in Intervention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Hélène Ruiz Fabri (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Litigation: A Look into Procedure (Nomos, 

2019), pp. 61-63。 

 75 国际法学会 2005 年决议第 4 条规定：“国际法院或其他国际司法机构应给予作为对世义务对

象的国家参加该法院或机构审理的、与该义务相关的诉讼的可能性。这种参加应有具体规

则”。另见 Gaja, The Protection of General Intere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p. 121-122。 

 76 2024 年 1 月，尼加拉瓜根据第六十二条提出了作为当事方参加加沙案件的请求。尼加拉瓜，

参加诉讼申请，2024 年，第 21、22、25 段。尼加拉瓜指出，南非不是国际社会的唯一代表，

其申请并不排除《灭绝种族罪公约》其他缔约方的参加。同上，第 17 段。然而，尼加拉瓜在

2025 年 4 月撤回了这一参加申请。国际法院，新闻稿，第 2025/15 号，2025 年 4 月 3 日。 

  2024 年 5 月，巴勒斯坦国根据第六十二条(可能作为非当事方)和第六十三条提出了参加加沙案

件的请求，同时还提交了一份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声明。巴勒斯坦，参加诉讼请求和参加

诉讼声明，2024 年，第 1-2 段、27-28 段。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即特别受影响的国家(受

害国)请求允许参加非受害国提起的诉讼。同上，第 31 段。 

  2024 年 7 月，波兰根据第六十二条(作为非当事方)和第六十三条提出了参加灭绝种族指控案的

请求。波兰，参加诉讼申请，2024 年，第 45 段；同上，参加诉讼声明，2024 年，第 57 段。 

  2025 年 1 月，伯利兹根据第六十二条(作为非缔约国)和第六十三条提出了参加加沙案件的请

求。伯利兹，参加诉讼请求和参加诉讼声明，2025 年，第 34-38、43、92 段。 

 77 尼加拉瓜，参加诉讼申请，第 18、21(d)段；巴勒斯坦，参加诉讼请求和参加诉讼声明，第 24-

25 段；波兰，参加诉讼申请，第 16 段；伯利兹，参加诉讼申请和参加诉讼声明，第 34-38、

92 段。 

 78 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提到“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原则和规则”，作为产生对世

义务的当代国际法的例子。《197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4 段。另见国际法学会，“决

议：保护人权和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圣雅克·德孔波斯特勒，1989 年，第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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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事实上，联合国人权条约下的国家间指控机制并未排除非受害国提出指控的

可能性。79 然而，迄今为止尚无此类案例，部分原因在于国家间指控总体数量

极少。80 

45. 在区域人权条约中，情况似乎有所不同。虽然数量有限，但可以找到一些与

《欧洲人权公约》相关的非受害国提起国家间案件的实例。81 在其他区域条

约，包括《美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方面，似乎没有类似案

例。美洲人权法院的咨询程序有时被用作国家间指控的替代方案。但非受害国或

无直接利益的国家并未启动过这些程序。 

46. 与非受害国提交案件的问题完全不同，就国家间指控中涉及的对世义务所讨

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所涉义务的对世性质能否压倒条约关系缺失的事实(这个问

题与上文就缺乏管辖权基础所讨论的问题有些相似)。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

歧视国际公约》设立的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处理了这一问题。 

47. 在巴勒斯坦向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的针对以色列的国家间指控中，以色

列主张，由于其曾反对巴勒斯坦加入该公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该公约框架内

不存在条约关系。因此，以色列认为委员会缺乏管辖权。82 对此，委员会确

认，由于《公约》义务的非双务性及其核心条款的对世性，委员会有权审理这些

指控。83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法律事务厅(法律厅)在回应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的咨询请求时提出了不同看法。84 

48. 上述案件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所涉义务的对世性质能否作为扩大国家间

指控管辖权时间范围的理由。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认为，国家间机制并不限于发

起国批准《公约》后发生的违约行为。85 另一方面，国际法院在另一案件中没

  

 79 例如，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第 2 段。 

 80 一些联合国人权条约规定了“调查”程序，便于有关条约机构了解缔约国严重或有系统地违

反《公约》的情况。虽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实体有资格提交这类信息，但主要希望非政府组

织提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缔约国提交过这类信息。 

 81 最典型的这类例子可在 1960 年代对希腊和 1980 年代对土耳其提起的多项申诉中找到。欧洲人

权委员会，委员会关于可否受理申诉的决定，第 3321/67 号(丹麦诉希腊)、第 3322/67 号(挪威

诉希腊)、第 3323/67 号(瑞典诉希腊)、第 3344/67 号(荷兰诉希腊)申诉，1968 年 1 月 24 日，

《欧洲人权公约年鉴》，第 11 卷(1968 年)，第 690 页；欧洲人权委员会，委员会关于可否受

理申诉的决定，第 9940/82 号(法国诉土耳其)、第 9941/82 号(挪威诉土耳其)、第 9942/82 号(丹

麦诉土耳其)、第 9943/82 号(瑞典诉土耳其)和第 9944/82 号(荷兰诉土耳其)申诉，1983 年 12 月

6 日，《欧洲人权公约年鉴》，第 26 卷(1983 年)，第 1 页。 

  其他案例未必是国家为维护集体利益而行事的真正例子。见 William A. Schabas,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 Commentary (OUP, 2015), p. 725。 

 82 CERD/C/100/3(2019 年 12 月 12 日)，第 31 段。 

 83 CERD/C/100/5(2019 年 12 月 12 日)，第 67 段。 

 84 法律厅指出，(无论《公约》核心条款的性质如何，)缺乏可通过单方面声明来表明的条约关系

可能会妨碍《公约》规定的国家间指控机制的启动。“Transmission of the content of OLA 

Memorandum at the reques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Treaty 

Bodies Secretariat, 23 August 2019, para. 69. 

 85 CERD/C/100/3, 第 14 段。 

https://docs.un.org/zh/CERD/C/100/3
https://docs.un.org/zh/CERD/C/100/5
https://docs.un.org/zh/CERD/C/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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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接受援引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上述结论的类似主张，指出国家间指控程序和国

际法院的司法机制存在性质上的差异。86 

49. 其他可被视为规定了对世义务并为这些义务的法律后果提供启示的国际法领

域87 可能包括环境法和世界贸易组织法。在这两个领域，有关条约均设有准司

法机制来监督缔约国履行义务的情况。然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领域似

乎没有提供多少值得研究的案例。 

 (2) 反措施 

50. 关于对世义务的法律后果的第二个问题是，若此种义务被违反，受害国以外

的国家是否可以采取反措施，确保停止违反行为并对损害作出充分赔偿。这是一

个通常称为第三方反措施的问题。88 

51. 这一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在 2001 年国家责任条款中以模糊方式得到了“解

决”。其中第 54 条规定： 

“本章[反措施]不妨碍依第 48 条第 1 款有权援引另一国责任的任何国家，为

了受害国或被违背之义务的受益人的利益对该另一国采取合法措施以确保其

停止该违背义务行为和进行赔偿”(原文无着重标示)。 

52. 该条的评注指出，“国际法方面为普遍或集体利益采取反措施的现状尚不确

定”。89 正如其具体指出的，“目前似乎还没有明确承认国家有权如第 48 条提

到的那样为集体利益采取反措施”。90 因此，“第二章包括一保留条款[即第 54

条]，对此立场予以保留并将这一问题的解决留待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91 

53. 虽然相关的国家实践不断积累，但这一问题仍有争议。此外，其合法性问题

日益带有政治色彩。因此，谨慎的做法是将这一问题排除在本专题范围之外。 

 (3) 其他法律后果 

54. 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载有一些关于与强制性规范相抵触的国际法律行为法律

后果的规定。92 

55. 由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产生对国际社会整体承担的义务(普遍

义务)”(结论 17 第 1 段)，相关结论自然适用于本身是强制性规范的对世义务――

  

 86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案(阿塞拜疆诉亚美尼亚)，初步反对意见，判决，

《202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3-54 段。 

 87 指设有某些国家间机制以援引违约国责任的领域。 

 88 Martin Dawidowicz, Third-Party Countermeasures in International Law (CUP, 2017). 

 89 国家责任条款，第 54 条，评注，第 6 段。 

 90 同上，第 6 段。 

 91 同上，第 6 段。出于同样的原因，国际法委员会 2011 年的国际组织责任条款草案也有类似的

规定。国际组织责任条款，第 57 条，评注，第 2 段。 

 92 其中包括以下方面的规定：与强制性规范抵触的条约(结论 10-12)、与强制性规范抵触的习惯

国际法(结论 14)、与强制性规范抵触的国家单方面行为(结论 15)、与强制性规范抵触的国际组

织决议(结论 16)、对反映强制性规范的条约规定的保留(结论 13)、强制性规范和解除不法性的

情况(结论 18)、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的特殊后果(结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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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其强制性规范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此处的问题是违反不具强制性规范性

质的对世义务的法律后果。 

56. 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中的大部分结论与强制性规范的位阶性质直接相关，而

对世义务本身并不会因其是对世义务而产生类似的法律后果。 

57. 不过，结论 19 中关于“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行法)的特定后

果”的规定，包括不承认非法状况及不提供援助或协助等，对于对世义务的潜在

适用性值得探讨。93 结论 19 几乎逐字重述了国家责任条款关于严重违反强制性

规范的特定后果的第 41 条――该条与前面讨论的对世义务密切相关。94 

58. 因此，有必要审议在“严重违反对世义务”的情况下是否会产生类似后果。

这是一个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委员会似有不同意见95 的问题，需加以澄清。国际

法院最近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咨询意见以及个别法官的一些少数意见进一步

证明了这一必要性。96 还应指出的是，上述后果与前面讨论的其他后果(其他国

家可采取的行动和措施)有质的不同，因为它们涉及对其他国家施加的义务。 

 三. 与委员会以往工作的关系和其他机构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A. 与委员会以往工作的关系 

59. 如上所述，“对世义务”这一专题与委员会以前的一些工作有关。特别是，

它是国家责任条款一个重要部分的延伸，并对其中的未决问题加以澄清。 

60. 对世义务与强制性规范密切相关。关于后者，委员会 2022 年通过了强制性

规范结论草案。因此，将对世义务作为一个与强制性规范密切相关的概念开展工

  

 93 这不一定排除讨论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中其他规定的可能性。也不妨讨论结论 13 和 18。见

d’Argent,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p. 89;Pok Yin S. Chow, “On Obligations Erga Omnes Partes”,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2, No. 2 (2021), p. 497。 

 94 见本提案第二.A.(1)节。国际法学会 2005 年决议也包含类似的规定。第 5 条第(b)款规定：“如

果发生公认的严重违反对世义务的情况，则作为该义务对象的所有国家……(b) 均不得承认违

反义务行为所造成的状况为合法”。 

 95 如下一个脚注所示，国际法院就违反对世义务的情况提到了类似后果。 

 96 在该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在指出“以色列违反的义务包括某些对世义务”后表示，所有国

家均有义务不承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非法存在所造成的状况为合法，也不为维持

这种状况提供援助或协助。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案，《202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74、

278-279 段。这些所述义务暗示了国家责任条款第 41 条的实际适用，该条规定了严重违反一般

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下义务的特定后果。特拉迪法官批评该意见是“基于对强制性规范和对世

义务之间关系的完全误解”。特拉迪法官的声明，《202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8-32

段，特别是第 30 段。另见戈麦斯－罗夫莱多法官的个别意见，《202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

编》，第 22 段。 

  在隔离墙案和查戈斯案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分歧。关于隔离墙案，见《2004 年国际法

院案例汇编》，第 159 段(其中提到所有国家均有义务“不承认修建隔离墙造成的非法状

况”，“不为维持修建隔离墙造成的状况提供援助或协助”)；希金斯法官的个别意见，第 37-

38 段；科艾曼斯法官的个别意见，第 40-45 段。关于查戈斯案，见《201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

编》，第 180、183(5)段(其中提到所有会员国均有义务“与联合国合作，完成毛里求斯的非殖

民化”)；鲁滨逊法官的个别意见，第 89 段。参见坎萨多·特里达德法官的个别意见，第 200

段。另见联合国文件 A/RES/73/295, 2019 年 5 月 22 日，第 2(e)段。 

https://docs.un.org/zh/A/RES/73/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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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将有助于委员会工作的连续性。此外，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及其起草过程在

许多方面也可作为编写所提议专题成果文件的有益参考。97 

 B. 其他机构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61. 关于对世义务的学术文献很多(见参考文献选编)，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法

学会的工作成果。国际法学会对“国际法中的对世义务和权利”专题的审议――

其报告员是当时亦为委员会委员的吉奥尔吉奥·加亚――最终在 2005 年克拉科夫

会议上通过了题为“国际法中的对世义务”的决议(“国际法学会 2005 年决

议”)。 

62. 该决议由六个条款组成，规定了定义(第 1 条)、违反行为和援引责任(第 2

条)、在国际法院或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诉讼资格(第 3 条)、参加国际法院或其他

国际司法机构的诉讼(第 4 条)、停止违反行为、不承认违反行为造成的状况以及

反措施(第 5 条)、不妨碍条款(第 6 条)。98 不仅是该决议本身，国际法学会通过

决议前的讨论也很有启发性。 

 四. 国际法委员会挑选新专题的标准 

63. 关于专题的挑选，委员会在 1997 年指出了委员会挑选专题的以下标准： 

“(a) 专题应反映出各国在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方面的需要； 

(b) 专题就国家实践而言处于高级阶段，有可能加以逐渐发展和编纂； 

(c) 专题对于逐渐发展和编纂而言是具体和可行的”。 

此外还指出，在挑选新专题时，“委员会不应局限于传统的专题，也可以考虑反

映出国际法的新发展动态和整个国际社会迫切关注事项的专题”99 (这项建议在

下文称为“(d)”)。 

64. 所提议的“对世义务”专题符合所有上述标准(每句末尾的字母对应上述相

关标准)，具体如下： 

• 自 1970 年国际法院首次提出对世义务的概念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世

纪(甚至可以说，自 1923 年“温布尔登”号轮船案以来，已经过去了一

个世纪)，在此期间，这一概念在国家实践、国际判例和学术文献中得

到了广泛接受 = (b)； 

• 提及对世义务(或与之相关的概念)的不仅限于国际法院，还包括各种国

际司法和准司法机构，包括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如富伦基亚案；布拉斯

基奇案)、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如纳希马纳案；恩扎博尼马纳案)、国

际刑事法院(如约旦移交案)、塞拉利昂问题刑事法庭(如卡伦和卡马拉

案)、国际海洋法法庭(如“区域”内的活动案)、欧洲法院(如欧盟理事

  

 97 Dire Tladi,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Draft Conclusions on Peremptory Norms (OUP, 

2024). 

 98 国际法学会 2005 年决议。 

 99 《1997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 2 部分，第 71-72 页，第 23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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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诉波利萨里奥阵线案)、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如巴勒斯坦诉以色列

案)、欧洲人权委员会(如奥地利诉意大利案；丹麦诉希腊案；挪威诉希

腊案；瑞典诉希腊案；荷兰诉希腊案100)和美洲人权委员会(尼加拉瓜诉

哥斯达黎加案101) = (b)； 

• 非受害国在大约 10 年前即 2012 年开始在国际法院就违反对世义务问题

提起诉讼，但类似诉讼(的提起)一直在迅速增加，今后很可能进一步增

加，102 因此这方面的实践越来越多 = (b)和(d)； 

• 鉴于国际法院及其他国际司法和准司法机构迄今确定的具有对世性质

的义务相对有限，在提起诉讼之前，无法确定任何国家是否可对据称

违反特定义务的行为提起国际诉讼，因此，各国应有在这方面作出澄

清的兴趣和需要 = (a)； 

• 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是委员会编写的，就相近的对世义务概念编写一

份类似文件应当充分具体和可行 = (c)； 

• 所提议的专题包含对委员会编写的国家责任条款中重大不确定性的澄

清 = (a)； 

• 国际法学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对世义务的决议 = (c)；以及 

• 对世义务的概念和围绕这种义务的法律问题反映了国际法在保护整个国

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方面的较新发展，特别是在国际法院的框架内 = (d)。 

 五. 所提议专题的范围 

 A. 对世义务的承担者和相应权利的持有者 

65. 受对世义务约束的实体不一定限于国家；也可对国家以外的主体施加对世义

务。例如，一个集体防御组织有可能违反禁止侵略的对世义务。 

66. 然而，为简单实用起见，宜将审议范围限于涉及国家的情况。事实上，委员

会分别在不同文件中处理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专题。此外，虽未明确说

明，但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在许多结论中主要考虑的是国家。103 国际法学会

2005 年决议为简单起见，也将其范围限于国家承担的对世义务。104 

  

 100 这些案件中没有提到对世义务，但提到了人权的“国际保护”或“集体保障”概念，认为它

们与这种义务有关。例如见欧洲人权委员会，委员会关于第 788/60 号申诉(奥地利诉意大利)可

否受理的决定，1961 年 1 月 11 日，《欧洲人权公约年鉴》，第 4 卷(1961 年)，第 140、148、

150 页。 

 101 委员会没有直接提及对世义务，但将《公约》制度称为“一个真正的区域公共秩序，该秩序

的维护符合每个缔约国的利益”(第 197 段)。 

 102 2023 年，国际法院院长多诺霍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上表示：“有关人员有时满怀热情，

有时又惴惴不安地指出，以据称违反某些条约中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为依据的诉讼资格，将

来可能使提交法院审理的案件范围扩大”。联合国文件 A/C.6/78/SR.26, 2023 年 10 月 25 日，

第 8 段。 

 103 见结论 17、18、19、21。 

 104 国际法学会 2005 年决议，第 1 条。另见国际法学会，《年鉴》，第 71 卷，第一部分(2005

年)，第 124 页。 

https://docs.un.org/zh/A/C.6/78/SR.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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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同样，与对世义务相对应的权利的持有者也不一定限于国家。尽管对世义务

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但并不存在名为“国际社会”的国际法律主体。

基本上是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各个国家享有与对世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虽然国际

社会也由国家以外的实体组成，但并非所有这些实体都有对违反对世义务行为作

出反应的(程序性)权利。105 在这方面，为简单起见，也应将审议范围限于国家

对违反对世义务行为作出反应的情况。106 

 B. 对世义务和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 

68. 尽管我们在讨论相关义务时未作必要区分，但对世义务有两种类型：严格意

义上的对世义务和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前者指的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

务，后者则指的是对一国家集团承担的、为保护该集团的集体利益(如某些多边

条约所载的集体利益)而确立的义务。107 

69. 由于国际法院迄今的实践(判决)仅限于后者108 (尽管在提起诉讼109 和咨询程

序110 方面有几个前者的例子)，将本专题的范围限于后一类义务也许不失为一种

选择。 

  

 105 在“区域”内的活动案中，海洋法法庭提到国际海底管理局是有权在“区域”受到损害的情

况下提出赔偿要求的可能主体之一。《2011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案例汇编》，第 179 段。 

 106 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结论 17、19、21。国际法学会 2005 年决议，第 1 条。另见国际法学

会，《年鉴》，第 71 卷，第一部分(2005 年)，第 124-127 页。 

 107 见国家责任条款，第 48 条第 1 款(a)和(b)项。 

 108 Phoebe Okowa, “Issues of Admissibility and the Law o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in Malcolm D. 

Evans (ed.),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OUP, 2024), pp. 487-490. 国际法院在 2012 年比利时诉塞

内加尔案中首次提出了“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概念，而在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加埃

塔诺·阿兰焦－鲁伊斯)似乎在起草国家责任条款(一读)时就提出了这一概念。《1992 年国际

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 1 部分，第 34 页，第 92 段；同上，第二卷，第 2 部分，第 39

页，第 269 段。参见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布拉斯基奇案，第 26 段。 

 109 虽然国际法院确认了其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对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的管辖权，但申诉人(比

利时)还请法院宣布塞内加尔违反了按照习惯国际法以危害人类罪对哈布雷先生提起刑事诉讼

的义务。然而，法院以不存在争端为由驳回了这一请求。《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3-55 段。在东帝汶案中，葡萄牙声称澳大利亚没有遵守尊重东帝汶人民自决权的义务。然

而，根据货币黄金原则，法院没有接受这一申诉。《199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9 段。

马绍尔群岛对印度提起的核裁军义务案的依据是，印度违反了其根据习惯国际法承担的核裁

军和停止核军备竞赛的义务。马绍尔群岛，申诉(马绍尔群岛诉印度)，2014 年，第 41、58-64

段。但法院宣布不存在争端。《201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6(1)段。冈比亚在罗辛亚人

案的申诉中明确提到“《灭绝种族罪公约》下……对世义务和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的性

质”。冈比亚，申诉，2019 年，第 15 段。法院根据《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九条确认了其管辖

权。《202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15(5)段。尼加拉瓜针对德国的申诉不仅基于《灭绝

种族罪公约》第九条，还基于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各

项声明。尼加拉瓜指出，两国之间存在争端，不仅涉及对《灭绝种族罪公约》、1949 年日内

瓦四公约及其 1977 年附加议定书的解释和适用，还涉及“国际法的原则和习惯规则”，包括

国际人道法和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尼加拉瓜，申诉，2024 年，第 31 段。法院尚未就此案

的管辖权和可否受理作出决定。 

 110 见隔离墙案，《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55-157 段；查戈斯案，《2019 年国际法院

案例汇编》，第 180 段；以及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案，第 96、232、27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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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不过，这样做似乎并无充分理由，因为在所涉义务的基本“性质”方面，二

者几乎没有区别111 (事实上，如果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

分，则其有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对世义务112，反过来，在起草区域公约时，前

者也可能纳入后者113)；而且，涵盖这两种义务似乎也不会使委员会的工作复杂

化。在一些案例(国家实践)中，申诉国也援引了被告国违反严格意义上的对世义

务的责任。此外，将范围仅限于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似乎是不彻底的做法。因

此，宜在本专题中同时考虑严格意义上的对世义务和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114 

同时，必须认识到这两类义务具有不同特点。 

 C. 对世义务和对世权利 

71. 在国际法院的判例中，除了提及对世“义务”外，有时还提及对世“权

利”。例如，在东帝汶案中，法院将葡萄牙主张的人民自决权称为“对世权

利”，115 但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一概念。此外，在波斯尼亚灭绝种族案(初步反对

意见)116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案(新申诉)(管辖权和可理)117 中使用了“对

世权利和义务”一词。不过，在这个两个案件中，其确切含义均未得到明确阐

述。因此，有观点认为，国际法院从未界定过“对世权利”的概念。118 对所提

议专题的审议除了对世“义务”外，是否还应包括对世“权利”，取决于前者的

内容及其与后者的关系；这一问题将在上述要点得到澄清后再行决定。119 

  

 111 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在提到对世义务后指出，“一些相应的保护权利

已经成为一般国际法的一部分……；另一些则由具有普遍或准普遍性质的国际文书赋予”(原

文无着重标示)。法院还在类似情况下提到《欧洲人权公约》。《197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

编》，第 34、91 段。关于区分对世义务和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的论点，见 Sarah Thin, Beyond 

Bilateralism: A Theory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Breaches of Non-Bilateral Obligations (Edward 

Elgar, 2024), pp. 119-120。 

 112 参见 d’Argent,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p. 74。另见同上，p. 66。 

 113 Sicilianos,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and the Multilateral Dimension of the Re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p. 1136. 

 114 国际法学会 2005 年决议的范围在审议初期本打算仅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对世义务，后来根据各

种评论意见予以扩展，将对所有缔约国的义务也包括在内(见国际法学会 2005 年决议第 1 条)。

在最初阶段，报告员(加亚)表示，相关条约的特殊特点表明，最好将重点放在一般国际法下存

在的、性质更为统一的一类对世义务上。国际法学会，《年鉴》，第 71 卷，第一部分(2005

年)，第 123 页。 

 115 在东帝汶案中，法院指出：“葡萄牙声称人民自决权从《宪章》和联合国实践演变而来，具

有对世性质，这种说法是无可非议的”，然后将其称为“对世权利”。《1995 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第 29 段。 

 116 《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1 段。 

 117 《200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4 段。 

 118 国际法学会，《年鉴》，第 71 卷，第一部分(2005 年)，第 191 页。 

 119 国际法学会 2005 年决议最初的标题是“国际法中的对世义务和权利”，但在收到各种评论意

见后，删除了关于对世权利的规定，并最终从决议标题中删除了对此类权利的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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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工作成果可能采取的形式 

72. 考虑到委员会以往与这一领域有关的工作，特别是在主题事项上与所提议专

题最为相似的工作(即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此专题的成果文件似宜采用结论草

案的形式。不过，随着专题工作的推进，可以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七. 结论 

73. 所提议的专题“国际法中对世义务的识别和法律后果”是委员会以往工作的

合理和必要延伸，包括 2001 年国家责任条款和 2022 年强制性规范结论草案。 

74. 本专题将澄清在通过上述文件时尚属不明或因所涉专题的限制未详细阐述的

内容。委员会应当开展此项工作，以弥补这些缺失。否则，关于国际责任和国际

法渊源的一般专题仍将是不完整的。120 

75. 此外，随着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司法和准司法机构中涉及对世义务的案件数

量持续增加，国际社会似乎正在努力应对一些重大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其中包

括如何在以下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121：一是通过对世义务概念促进国际社会法

治，二是确保在非受害国提起的诉讼日益增多的背景下保持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和

可预测性。122 本专题的成果文件将在这方面为各国提供实用指导和有益的澄

清。 

76. 因此，不仅有足够的实践来作出这种指导和澄清，各国对此也有迫切而具体

的需要。本专题在各方面都符合委员会选择新专题的标准，包括专题应反映国际

法的新发展这一要素。 

77. 由于本专题是一般国际法的一个主题，并涉及国际法的诸多方面，委员会作

为一个由来自不同区域、具有各种专门知识的 34 位国际法专家组成的机构，是

处理这一专题的理想场所。 

  

  

 120 见联合国文件 A/CN.4/679, 2015 年 3 月 5 日，第 14 段。 

 121 参见《2001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 1 部分，第 11 页，第 42 段(克劳福德的第四

次报告)。 

 122 例如见罗辛亚人案，初步反对意见，薛法官的不同意见，《202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9 段；叙利亚酷刑案，临时措施，薛法官的声明，《202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 段，

其中提到了更多国家限制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或撤回对其管辖权的接受的风险，以及提起更多

模糊和非实质性指控的风险。另见 Oscar Schachter,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ijhoff, 1991), p. 212。 

https://docs.un.org/zh/A/CN.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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